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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论宪法学：找回国家还是失去国家？

———读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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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整合是宪法的原初使命，斯门德的《宪法与实在宪法》是国家整合的重要理论资源。鉴于

国家在公法研究中的缺席，斯门德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精神科学和国家法学的结盟，以一种辩证、运动

的思维修补了个人与整体、经验和现实的断裂。作为一种生活过程，国家整合包括人的整合、功能整

合和质的整合，斯门德以此重新解释了国家法的基本范畴。结合历史反思斯门德对于魏玛议会、总统

制和联邦的分析，可以发现其抽象的分析框架高估了从个体到整体的连续性，未能触及具体的权力运

作机制，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对主权的考察，因而无法提供有效的整合路径。如何结合社会现实推进国

家整合，仍然是摆在宪法学者面前的任务。

关键词　国家整合　精神科学　魏玛宪制　主权

近年来，关注中国宪法性质、“近代中国立宪史及宪法解释”等主题的国内学者，不约而同地从整

合的角度理解宪法，极大拓宽了宪法学研究的视域。〔１〕“宪法”一词的拉丁文词源（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表

明，整合各种要素是宪法的原初使命。约一百年前，鲁道夫·斯门德（ＲｕｄｏｌｆＳｍｅｎｄ）出版代表作

《宪法与实在宪法》〔２〕（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ｕｎｄＶｅｒｆａｓ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强调整合是国家生活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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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德国公法领域星光熠熠，斯门德并未做宪法文本评注或提出完整的国家法学说体系，但并

不妨碍其著作被公认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公法学著作之一。〔３〕现代性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断裂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与价值分歧，〔４〕在建构“我们人民”这一根本问题上，斯门德的整合论宪法学值得

认真对待。

１９００年代德国公法研究的关键词是“定型”，１９２０年代的则是“开创”。１９００年前后，实证

主义宪法理论日益主流化。１９２０年代则掀起了宪法反实证主义的大潮，正如米歇尔·施托莱

斯（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ｔｏｌｌｅｉｓ）所总结的那样：“对国家法理论而言，这无异于逐渐舍弃不再具有变迁能力

的俾斯麦宪法的架构以及所属的实证主义理论。在‘荒芜年代’之后，人们再次发现历史、哲学

与政治的基础问题。”〔５〕在魏玛公法四大家中，斯门德、赫尔曼·黑勒（ＨｅｒｍａｎｎＨｅｌｌｅｒ）、卡尔·

施米特（ＫａｒｌＳｃｈｍｉｄｔ）都是１９２０年代传统的弄潮儿。《宪法与实在宪法》较为体系地展现了斯

门德的方法论以及对魏玛宪制的理解，其宏大的理论抱负展露无遗。本文旨在结合德国当时的

政治情势与学术论辩，检视斯门德整合理论的贡献及不足，以期对宪法学方法论的讨论提供一

些微末的参考。

一、国家法学的精神科学转向

１９２０年前后，由于埃里克·考夫曼（ＥｒｉｃｈＫａｕｆｍａｎｎ）、斯门德和施米特先后于此任教，波恩大

学成为“新宪法学”的中心，其“新”在于侧重宪法现实和宪法价值的研究。《宪法与实在宪法》系统

结合了以西奥多·李特（ＴｈｅｏｄｏｒＬｉｔｔ）为代表的精神科学理论，发展出以“整合”为主线的宪法理

论。这意味着斯门德在选题与方法上趋于双重成熟，其旨在将“精神科学的一般性理论基础富有

成效地应用于国家理论”。下文将结合德国公法思想史，回顾斯门德对当时宪法学研究的反思，理

解“国家法学的精神科学转向”的意义。

（一）无国家的国家学说

在斯门德看来：“德语区国家理论和国家法学中声势最浩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派的首要原则，

是禁止将国家视为现实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国家理论的危机，也是国家法的危机。”〔６〕这种无国

家的国家法学，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将国家等同于形式。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格贝尔（Ｃ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

Ｇｅｒｂｅｒ）以降的实证主义理论是斯门德主要批判的对象。格贝尔将实证国家法学从陈旧的汇编模式

改造为完整的概念体系，保罗·拉班德（ＰａｕｌＬａｂａｎｄ）继续将政治视同为幻想并从法律科学中驱逐。

斯门德批评拉班德作为格贝尔的接班人是“倒霉不幸的”，抽空了国家制度的意义，制造出一个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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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ｓｇ．），Ｄｉ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ｓ：ｚｕｒＡｋｔｕａｌｉｔｔｄ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ｈｒｅｖｏｎＲｕｄｏｌｆＳｍｅｎｄ，２００５，

Ｓ．２８．王锴教授发掘了斯门德的理论讨论首都的整合功能，参见王锴：《论宪法上的首都》，载《中国法律评论》

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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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２０１页。

见前注〔２〕，斯门德书，第６页。



生活无关的苍白体系。〔７〕《宪法和实在宪法》进一步批评：“尽管拉班德的方法极大提升了概念技术，

但也为更深刻地理解对象制造了障碍。在俾斯麦帝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教育上的去政治化这一问

题上，拉班德的方法既是病症，也是病因。”〔８〕在这“去政治化的一代人”中，格奥尔格·耶利内克

（ＧｅｏｒｇＪｅｌｌｉｎｅｋ）和汉斯·凯尔森（ＨａｎｓＫｅｌｓｅｎ）是典型代表。

本书开篇就将耶利内克的“代表性论述”及凯尔森的“同类作品”定性为“国家理论的逊位”，即

二者的同名作品———《一般国家学》（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ｔａａｔｓｌｅｈｒｅ）。前者提出了“国家的双面属性”，既

回应了社会科学对宪法学的质疑，又捍卫了法律的独立地位。同时，在确定国家三要素（人口、领

土、权力）的基础上，耶利内克将类型化的方法运用于宪法。斯门德认为，这种分类方法并不成熟，

空间化和静止化的国家三要素说忽略了国家生活过程本身。

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将国家等同于法秩序，并区分了形式意义的宪法和实质意义的宪法。凯

尔森特意提及，在传统定义下，实质意义的宪法与臣民、国家权力紧密相连。在他的定义下，形式

意义的宪法指刚性的成文宪法，实质意义的宪法则指规定创设一般规范的规范。即使是实质意义

的宪法，也仍然在实证法范围之内，没有沾染任何政治内容。〔９〕

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信徒，耶利内克和凯尔森均恪守了实然和应然的严格区分。斯门德却认

为，二人的思想本色不过是“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前者进行了有价值的观念史梳理，却在学术

主张中抛去了观念；后者则开历史的倒车，根本未论及任何实质的价值。〔１０〕

第二种类型是将国家等同于目的。韦伯将国家理解为一种“运营”（Ｂｅｔｒｉｅｂ），行政管理和暴力

使用是核心，唯此才能排除个体意志的反对，推动政治行动。〔１１〕韦伯指出：“对政治性组织而言，

暴力的使用既非唯一，更不是正常的管理手段……当其他方法行不通时，暴力的威吓与最后的动

用毕竟是政治性组织特有的最后手段（ｕｌｔｉｍａｒａｔｉｏ）。”〔１２〕受目的论的影响，耶利内克认为国家作为

“目的论上的统一体”才能够作为主体进入法律关系。〔１３〕

斯门德批评这类目的论为方法论上的一元主义。韦伯将国家拆分为各种要素，成为完成领袖命

令的机器，为国家运作找到了一个动力学解释。在这种观点下，宪法被降格为“机械说明书”，个人沦

为牺牲品。“国家至上”（Ｓｔａａｔｓｒｓｏｎ）与“拒斥国家”（Ｓｔａａｔｓｆｒｅｍｄｈｅｉｔ）一体两面，二者并无任何的价值

内涵。〔１４〕这架空了国家正当性，国家理论深陷于伦理怀疑主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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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找回国家的失败路径

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国长期以来的国家法学发展可视为“康德传统”和“黑格尔传统”争夺话语

权的历史。德国在１９世纪形塑了众所周知的“法治国”（Ｒｅｃｈｔｓｓｔａａｔ），如果抛去自由主义的价值基

础，法治国就是“法律国”（Ｇｅｓｓｅｔｚｅｓｓｔａａｔ），属于康德传统。黑格尔传统强调国家实质，主张结合其

他学科知识，发掘国家的内在价值，斯门德即在此列。〔１５〕除了猛烈抨击前一传统之外，斯门德认

为同阵营内的学者“找回国家”的努力落空，如奥托·冯·基尔克（ＯｔｔｏｖｏｎＧｉｅｒｋｅ）为代表的前批

判理论和施米特为代表的正当性学说。前批判理论视域下的政治和国家处于神圣精神驱动下的

和谐状态。斯门德肯定其能“全方面把握对象”，也批评这种理论未经理性检验，基于一种朴素本

体论将政治窄化为固化的秩序。〔１６〕

以基尔克为例，前批判理论有其内在的发展。古代政治思想是整体先于部分，现代则是个人

自然权利优先。基尔克将个体与整体的互动关系理解为上帝意旨之下的“大宇宙”（ｍａｃｒｏｃｏｓｍ）和

“小宇宙”（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的镜像关系，即所谓“一个有机体（Ｏｎ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ｍ），一个精神（ｏｎｅｓｐｉｒｉｔ），一

个秩序（ｏｎｅ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１７〕。不仅经验和理念是同构的，个体到整体也是同构的。前批判理论依

据朴素的一元论，所构造的和谐秩序也难以解释变幻的现实。

斯门德同样批评施米特的正当性学说。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期，斯门德和施米特渐生罅隙。值

得玩味的是，《宪法学说》和《宪法与实在宪法》同年出版，在《宪法学说》序言的末尾，施米特特意提

及斯门德的宪法专著。〔１８〕曾韬敏锐地察觉到，《宪法学说》中所使用的“学说／理论”（ｌｅｈｒｅ）一词，

展现了其在知识体系化上的雄心。两人都有宏大的理论抱负，斯门德将宪法（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与实在

宪法（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ｒｅｃｈｔ）并列，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施米特将宪法（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和宪法律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并列的做法。当然，实在宪法明显不等同于宪法律，前者指的是国家学以精神

科学实现的实在化（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ｅｒｕｎｇ）。
〔１９〕

施米特认为，宪法律只具有相对意义，其效力来自绝对意义的宪法。所谓宪法正当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ｔｔ），即制宪权和政治决断获得承认。
〔２０〕宪法正当性呈现出过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其

一，与前批判理论类似，未尊重个体的地位，将其视为秩序的客体；其二，具有鲜明的民族倾向，不

能与其他文化背景相兼容；其三，过分强调了实际的政治力量和例外状态，极易成为政治不安定状

态的导火索。〔２１〕

（三）精神科学与国家法学的连接

斯门德意识到，无国家的国家学体现了一个悖论：逃避国家（ｕｎ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ａｔｓｅｎｔｈａｌｔｕｎｇ）和

膜拜权力（ｕｎ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Ｍａｃｈｔａｎｂｅｔｕｎｇ）的心态并存于国民。
〔２２〕找回国家的现有理论努力归于失

·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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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参见李忠夏：《宪法学的教义化———德国国家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载《法学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见前注〔２〕，斯门德书，第８４—８５页。ＲｕｄｏｌｆＳｍｅｎｄ（Ｆｎ．２），Ｓ．６８．

ＯｔｔｏｖｏｎＧｉｅｒｋｅ，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犜犺犲狅狉犻犲狊狅犳狋犺犲犕犻犱犱犾犲犃犵犲，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ｐ．７ ８．

参见［德］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０页。

一般将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翻译为 “形式宪法”或 “宪法法律”，曾韬根据第三章的标题将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理解为宪法（ｖｅｆａｓｓｕｎｇ）的实在化，故将其翻译为“实在宪法”。曾韬的译后记，见前注〔２〕，斯门

德书，第２５２—２５４页。“宪法”与“宪法律”的概念区分，见前注〔２０〕，施米特书，第２１—４６页。

见前注〔１８〕，施米特书，第１３２—１３７页。

见前注〔２〕，斯门德书，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见前注〔２〕，斯门德书，第７页。



败，但却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一，国家法学应该拒绝原始的一体论，确定崭新的稳固的方法论。其

二，新的方法论必须能阐明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澄清国家法的政治生活过程，能够解释经验和

价值的互构逻辑。其三，这种方法论应该去意识形态化，可以较为灵活地适配各种政治社会背景。

斯门德声称，唯有精神科学方法才能找回国家的“社会学现实”（ｓｏｚｉａｌｅＲｅａｌｉｔｔ），首先必须与

耶利内克的国家社会学划清界限。受心理学思想影响，耶利内克将“由人际关系的客体聚集起来

的”心理功能作为国家社会学方法论上的基础。〔２３〕凯尔森始终严肃批评：法律之外，并不存在任

何因素实现国家之内的“合众为一”。〔２４〕斯门德同意凯尔森的洞见：心理学将个体看作是孤立的

客体，将社会互动理解为个体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机械反应，这实际上已经掏空了社会本身。〔２５〕

精神科学论者主张公法研究不应停留在规范分析，应当在历史学、文化社会学、现象学等学科

中各有侧重。〔２６〕精神科学经狄尔泰而系统奠基，霍尔斯泰因（ＧüｎｔｈｅｒＨｏｌｓｔｅｉｎ）较早主张公法

“从形式主义转向精神科学”，斯门德与之呼应。〔２７〕《宪法与实在宪法》反复引用李特《个人与社

会》（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ｕｍｕｎｄ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一书，通过精神科学的辩证思维重塑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连续

性，为整合论铺平道路。

精神科学旨在打破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殖民现象，以人类自我意识的深度和

总体性为前提，重新描述社会实在和历史实在。〔２８〕生命或精神并不等于主体性（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

而应该指向“我们”和世界的本质性关联———这是向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思维全面宣战。斯门

德关注到，李特所描述的“自我”，始终作为共同体成员通过精神与他人相联系。个体和他者之间

既不分离，也不经由某种目的相联结，而毋宁是在表达和理解中达致和谐。

精神科学在国家法上的贡献不限于个体与社会的连续性，斯门德指出：

一个超越个人的人格并不存在，因为整体是且仅是共同体验中个人份额的“统一构

造”（ｄａｓＥｉｎｈｅｉｔｓｇｅｆüｇｅｄｅｒＥｉｎｚｅｌａｎｔｅｉｌｅａｎｄｅｍＧｅｓａｍｔｅｒｌｅｂｎｉｓ）。整体也不是作为“实

质载体”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或互动，因为精神生活的本质恰恰是这样一种自我构造，精神

单子并非作为僵化的实体参与这种生活当中。尽管被固定于符号、形式和律法中，统一

性构造却始终处于流变之中。〔２９〕

精神科学强调运动的和辩证的整体构成，整体并非先验地存在，而来自个体的社会性。国

家并不是一个个人之上的压迫性形象，而是依赖于不断更新的精神关联。斯门德借用了李特

“社会咬合”（ｓｏｚｉａｌｅＶｅｒｓｃｈｒｎｋｕｎｇ）和“视野的交互性”（Ｒｅｚｉｐｒｏｚｉｔｔｄｅｒ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ｎ）这两个概

念，实际是委婉地提出警告：如果缺乏持续的共同生活，国家的危机也将随即到来。

·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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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见前注〔７〕，施托莱斯书，第６１４—６１５页。同样参见［德］克莱因海尔：《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

许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参见［德］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０５—

２１１页；赵真：《没有国家的国家理论———读〈社会学与法学的国家概念〉》，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见前注〔２〕，斯门德书，第１２页。

Ｖｇｌ．ＭａｘＥｍａｎｕｅｌＧｅｉｓ，Ｄ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ｅｎｕｎｄ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ｓｓｔｒｅｉｔｉｎｄｅｒＷｅｉｍａｒ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ｌｅｈｒｅ，ＪｕＳ１９８９，

Ｓ．９４．

霍尔斯泰因认为法律必须基于一种客观有效的价值体系。Ｖｇｌ．ＧüｎｔｈｅｒＨｏｌｓｔｅｉｎ，ＶｏｎＡｕｆｇａｂｅｎｕｎｄ

Ｚｉｅｌｅｎｈｅｕｔｉｇ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ＡＲ５０（１９２６），Ｓ．１．他将国民的相互理解视为“历史自然法”的体现。见

前注〔５〕，施托莱斯书，第８８—８９页。

参见［德］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第１卷），艾彦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４—１５页。

见前注〔２〕，斯门德书，第２１页。



因为整体是动态生成的，有机体论所面临的整体价值和经验生活之间的断裂也并不存在。整

体对个人的精神激发和个体给予整体的精神关联同时发挥作用。对于这种辩证关系，斯门德强调

“进行的仅仅是理解性描述（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ｄｅ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ｎ），而非通常意义上的解释（Ｅｒｋｌｒｅｎ）”。〔３０〕

这也可视为与韦伯“理解社会学”的隐秘对话，韦伯采取的是基于个人行动动机的理想类型进路，

被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典型———这恰恰是斯门德所力图克服的。

将国家看作动态生成的整体，也并非是精神科学的专利。斯门德意识到，德国古典哲学和社

会契约理论也有相契合之处，费希特、黑格尔都给予斯门德以重要启发。他赞同奥里乌对卢梭社

会契约理论的重构，公意是一致的政治生活意志，但非绝对。社会契约是制造公意的动力学机制，

国家成为一种更新的整体———“日复一日的公投”。〔３１〕

在德国公法大家之中，《宪法与实在宪法》最亲近于黑勒，甚至将黑勒提出的“以达成总体行动

的统一性作用为目标的个体意志的共同体化”奉为圭臬。黑勒早年深受黑格尔国家理论影响，后

来又与李特和新黑格尔主义代表人物汉斯·弗莱尔（ＨａｎｓＦｒｅｙｅｒ）关系密切，重视社会的整体关联

与作为“文化内容”（Ｋｕｌｔｕｒｇｅｈａｌｔ）的国家。
〔３２〕不同于精神科学道路，黑勒更强调国家的组织形

态，主要是社会学的进路。〔３３〕

德国国家法学在方法学上的痼疾是：“要么是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杂糅主义（ｂｉｓｈｅｒｉｇｅｎ

Ｍｅｔｈｏｄｅｎｓｙｎｋｒｅｔｉｓｍｕｓ），要么是日益强化的对于方法论一元主义（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ｃｈｅｍＭｏｎｉｓｍｕｓ）的偏

好。”〔３４〕《宪法与实在宪法》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精神科学和国家法学的结盟，以一种辩证的、运动的

思维修补了个人与整体、经验和现实的断裂。基于此，斯门德以成熟的整合观重构国家法的基本

议题。

二、整合国家法的基本主张

在魏玛德国风雨飘摇的政治现实中，“整合”一词无疑能引起广泛的共鸣。斯门德超越实证分

析，强调现实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其博士论文关注了普鲁士１８５０年宪法与比利时宪法之间相似

文本的不同意义，而后又涉足帝国枢密法院、议会选举、君主制联邦国家等议题。１９２３年，斯门德

指出“国家的本质是整合为统一体”，不同类型的整合因素是国家形式的分类依据。〔３５〕由此，《宪

法与实在宪法》发展出更为系统的整合论宪法学说。

（一）国家的整合体系

斯门德认为，国家与婚姻、社团等形态均有着明显不同，“整合学说”应限制在宪法领域之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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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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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２〕，斯门德书，第１８页。

见前注〔２〕，斯门德书，第８５—８７页。

参见［美］彼得·Ｃ．考威尔：《人民主权与魏玛宪法的危机》，曹晗蓉、虞维华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第１３１—１３３页。

参见李忠夏：《德国国法学大师印象（一）》，载王贵松主编：《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６卷，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２１页。斯门德虽然强调找回国家的“社会学现实”，但认为斯宾塞式的社会学太过机械，

而亲和于舍勒的现象学和知识社会学，这在《宪法与实在宪法》中也有明显体现。

见前注〔２〕，斯门德书，第８８页。

Ｖｇｌ．ＲｕｄｏｌｆＳｍｅｎｄ，Ｄ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ｗａｌｔｉｍ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ｔａａｔｕｎｄｄａ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ｆｏｒ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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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３６〕国家的整合体系要回应两个问题：其一，消极无为的公民普遍存在，如何理解整合体系中

的意义关联；其二，在现代世界中，结构体系在国家运作中愈发重要，意义关联则愈加淡漠，国家整

合如何处理结构功能与意义价值二者之间的张力。

精神科学对时间维度和具体生活的强调是答案的关键。狄尔泰指出，只有与人们内在体验相

关的事件，才是历史的一部分。〔３７〕具体的个人生活是理解社会生活体系的出发点，以共通的人性

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个体交流的前提。〔３８〕具体而言，其一，整合的过程包含多维的时间观，当下

体验必须借历史经验得到理解，同时指向未来。只要公民曾与其他成员共担某种命运（如一战），

不放弃在未来建立关联的权利，就仍是国家整合体系中的一员。其二，斯门德并未无视行政体制，

但是他强调了国家法与行政法的区别。前者是政治法，为国家成员提供意义共享的机制；后者是

技术法，指代抽象的逻辑，为现实的个案提供平均的解法。〔３９〕当然，斯门德并未将国家法等同于

混沌无序的意义结合体，而是认为作为整合的国家法有其内在体系，能够统合结构与功能。

进一步，斯门德主张国家法理论必须摆脱形式化的理解。其一，从整合体系的整体运转出发理解

国家法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国家监察（Ｒｅｉｃｈｓａｕｆｓｉｃｈｔ）和地方监察（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ａｕｆｓｉｃｈｔ）应当

共享同一套法律逻辑：上级监察部门可就下级机关公法义务的履行情况行使监察权。此外，国家

监察必须考虑联邦制的政治属性。各邦对于联邦的政治影响各有不同，联邦和各邦相处的核心准

据并非“命令—服从”关系，而是“联邦友好原则”（ＤａｓＧｅｓｅｔｚｄ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国家监

察的任务应当是协调各邦对联邦的影响力，使各邦之间、联邦与各邦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４０〕

其二，从整合体系出发，国家法规范有其内在价值，对价值的评估与分类有助于更好理解条文

之间的联系或冲突。以国旗条款为例，《魏玛宪法》第３条规定了魏玛共和国的国旗和商旗，行政

法和刑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和商船关于悬挂国旗的任务。主流观点是通过后者解释前者，架空了国

旗的象征意义。斯门德认为，国旗条款列于第３条，其价值位阶居于前列，相关条款应依次进一步

规定具体法律义务。

“整合”一词过于笼统，必须类型化为分析工具。由此，斯门德区分了三种整合模式：人的整合

（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功能整合（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和质的整合（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这也是理想类型的划分，完全纯粹的某种整合实际上并不存在。

人的整合，即由个人人格实现的整合。例如，一战后，战败国人民急切呼唤英明领袖，以韦伯

为代表的支配社会学却误解了领袖的意义，将公民视为客体。人的整合同样尊重被领导者的主体

性，因为领袖的光明形象映照着活跃的精神互动。领袖的本质任务是代表国民统一性，而不应过

多插手具体的行政管理事务，这也是威廉二世的失败之处。〔４１〕在君主制国家中，君主既是政治价

值的继承者，也是经由政治行动更新价值的创造者。在共和制国家中，建国者会成为神圣人格的

担纲者。行政官僚的首要任务是技术性工作，这也是与民众的互动过程。内阁官员的变动并非因

为领导的权力，而是由于政策与国民心理的高度同一，只有人事变动才能重塑政策。斯门德对“人

的整合”的论述，显然有别于现代非人格化官僚形象，以致被认为具有“不轻的非理性倾向”（ｎｉｃ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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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ｅｒｈｅｂｌｉｃｈｅｎ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Ｚｕｇ）
〔４２〕。

功能整合，即通过功能、程序实现的整合。在选举、议会论辩、公决等活动中，核心目的并不是

选出具体的某人或做出某项具体的决定，而是在辩论、商议的过程中强化国民的共同体验。过去

的国家法理论预设了人民的既定存在，选举等程序只是确认政治资格。斯门德则将政治程序看成

社会合题（ｓｏｚｉａｌ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ｅ）的过程，人民在其中反复锻炼才能获得此在（ｄａｓｅｉｎ）。
〔４３〕整合是一个

动态过程，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斗争。斯门德认为，斗争是群体消瘀清浊的过程，有利于化解紧张关系，

契约、多数决等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文明化趋向。〔４４〕与斗争相结合的功能整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

是存在基本的价值共识，论辩和斗争才能在规则之内展开。〔４５〕二是国民全体都能共享此种体验。通

过各种信息传递活动，建立尽可能广泛而有层次的体验关联，即使是被动接受的大众也能进入到国家

活动中。由此，功能整合的重点亦非静态的结构设计或理性利益衡量，而是共同情感的强化。〔４６〕

质的整合，即通过意义内容实现的整合。国家的真实性等同于意义实现（Ｓｉｎｎｖｅｒ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ｕｎｇ），而

非国土、人民的物理存在。国家如此广阔，必须选取国旗、国家元首、节日等象征符号进行整合。相比

于理性的法律规章，象征符号能更灵活、整体地表达意义。作为一个教会法研究者，斯门德接受格奥

尔格·齐美尔（ＧｅｏｒｇＳｉｍｍｅｌ）的思想，主张国家整合和宗教性凝聚具有相似性。
〔４７〕他提及历史和国

土的意义，历史不应仅被视为当下的原因，其中流动着的意义内容更为重要。国土则是最为重要的质

的整合的要素，寄托着国家成员的共同命运，占有、开垦、居住、防卫都是命运的展开，因而和国旗、国

体等一并置于《魏玛宪法》的开端。联系到一战前后德国领土变动之大，这些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质的整合”由历史生成，决定了现实政治秩序，国家无须寻找外在的目的作为正当性基础。〔４８〕

（二）国家法的重构

整合理论同样可以解释政治社会的现代性。理性化是现代性的关键，这并不等同于意义的消

失，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等观念成为新的正当性基础。正如孟德斯鸠从民族性分析制度，斯门德将

整合理论下渗到对于国体、基本权利和国家机关／职能的分析当中。

１．国体

斯门德指出：“国体问题是国家理论，尤其是宪法理论最为复杂但也最能体现其最终成就的问

题。”〔４９〕传统的三分法（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机械地以统治者数量为标准，并不能有效理解国

体。斯门德给出的答案是，国体是国家生活（整合要素）的组合类型。宪法的国体规定若能结合特

定国情，便能维护社会团结；否则将是不适宜的装饰。斯门德强调英国宪制的稳定性与“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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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代史”要素的制约作用，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后民主大潮带来的持续动荡，可见其用意深远。

《宪法与实在宪法》的国体学说很大程度上是《立宪国家中的政治权力和国家形式问题》一

文的拓展。该文对比了君主制和民主制所代表的不同整合类型：君主制所凭依的是一种静止

的、历史的、本质的价值，而议会民主制依据论辩交流实现了持续的内在更新。〔５０〕《宪法与实在

宪法》更深层次区分了民主制和议会制。民主制和君主制是不同的价值内容，属于质的整合；而

议会制则是一种形式，属于功能整合。国家法理论通常认为民主具有两个面向：实质上的自然

法价值、理性人权和形式上的多数决机制。正因为民主在价值内容上具有同质性，多数决原则

同样能够赢得少数人的支持。这种内容的同质性，来源于人民不断更新的共同体验在各国也不

尽相同，法国对美德的标榜和美国对扩张的渴望便是典型。

２．基本权利

《魏玛宪法》规定了广泛的权利内容，但并无直接的司法效力，而是一种对立法的温和约束。

二战之后，德国基本法确立基本权利的重要地位。１９５８年的吕特案是重要的里程碑。〔５１〕联邦宪

法法院说明了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双重性质，也引述整合理论证明基本权利的内在价

值。由此可见《宪法与实在宪法》对理解基本权利的意义。

斯门德将基本权利规范类比于国体、国旗规范，认为两者均属于质的整合，是德国人民对自身

生活及价值的定位。基本权利条款建构了市民主义的文化体系和法秩序，成为共和国的正当性基

石。整合论的基本权利理论坚决反对以安许茨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进路，〔５２〕关注基本权利的实质

内涵而非文字含义，并不机械地纠结于法律主体为何者，也不停留于基本权利本身，而关注其与生

活秩序的联系。例如，《魏玛宪法》第１１８条规定言论自由应在一般性法律（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Ｇｅｓｅｔｚｅ）界限之内，第１２６条规定请愿权。对于前者，斯门德并不如安许茨一样着力区分“一般”和

“特殊”，而强调其实质偏重的公共秩序和社会价值。〔５３〕对于后者，斯门德批评安许茨对相关法律

主体的僵化分析，认为基本权利背后的“善”（Ｇｕｔ）才是分析的出发点。请愿权的核心是民众与公

权力部门的沟通互动，所以是否能促进德国的全面整合是衡量请愿是否获准的核心标准，享有该

权利的主体当然仅限于德国人。

３．国家机关与国家职能

在形式主义法律思维看来，国家机关只是法律意志形成的工具，其重要性次于国家职能，

１９２１年的《德国国事法院法》采取了“职能＋人员配备”的立法次序。斯门德认为，立宪者考虑的是

真实的权力格局。《魏玛宪法》的安排是“国家机关＋职能安排”的分配。其中，议会在国家机关中

居于前位，意味着议会制成为国家生活的崭新框架。

在存在、组建和运作的过程中，国家机关的整合作用得以显现。在其存在之中，行政官员以技术

性工作发挥整合作用，属于人的整合。在其组建之中，整合性的斗争是否存在及其程度决定了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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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例如选举中的竞争便能有效地提高民众的政治效能感。在其运作之中，预备程序能够将法律目

的带入公共视野，并通过辩论、表决、商议等过程使价值深深植根于民众心中。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也不应通过权能清单机械固化，而应从国家整合体系的不同份额中理解。最高机关尤其重要，作

为国家整合体系的拱顶石，最高机关能够协调各个机关，最大程度发挥机关的整合作用。〔５４〕

主要根据权力分立来理解国家职能的意义，将带来两个问题。其一，缺乏对法律生活的体察。

三权分立学说将立法和司法并列，混淆了国家政治体系和法的体系。司法活动主要服从法的内在

价值，整合法律共同体，由此间接推进国家整合；立法则是国家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的结合体，既

是国家职能之一，又体现了规整法体系的职能。其二，缺乏对终局性因素（例如统治权）的分析，三

权分立学说并未触及最根本的主权，仍然无法协调各种权力。独裁权力（Ｄｉｋｔａｔｕｒｇｅｗａｌｔ）是统治

权的集中体现。三权分立学说仍然停留在线性机械思维上，未能注意不同整合要素之间的辩证关

系，应当被“三种功能体系”取代：即政治层面上的统治及立法、行政的互动，法律生活所凭依的立

法权和司法权，以及行政体系旨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技术行为。

斯门德在回顾１９世纪的政治经验和国家学说时指出，旧秩序瓦解是１９世纪政治史的主线，与

此同时，新的分类、联系和效力又正在生成。〔５５〕在断裂的时代，《宪法与实在宪法》在国家整合体

系的基础上重构了国家法，充分体现了为新秩序奠基的使命感。“整合”一词的影响已经证明斯门

德提出了正确的问题，至于他是否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则需要结合德国当时的历史进一步考察。

三、失去国家：整合论的困境

在魏玛公法理论的图谱中，斯门德的整合理论是一个中间选项。相比于凯尔森，斯门德的

目光投射到了社会现实中；相对于施米特，斯门德的理论又显得调和意味太浓。《宪法与实在宪

法》面世一年有余，凯尔森便针锋相对地出版了《作为整合体的国家》（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ａｌ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批评整合论宪法学利用“生活”一词调和经验与理念、规范与价值、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造就

了一种“真正的拜物教”（ｗａｈｒｅｒＦｅｉｔｃｈｋｕｌｔ）。〔５６〕在方法上，这种调和虽然将李特的辩证法从精

神领域置换到社会现实领域，实际上是对李特的背离。〔５７〕整合理论不过是“有机体说”的另一

个版本。斯门德的调和路线是否如其所言“找回国家”，抑或如有机体说一般实质性的“失去国

家”，需要进一步检视。〔５８〕本章将结合德国当时的政治图景，以魏玛总统制、联邦制和宪法变迁

为线索，讨论斯门德整合理论的未尽之处。

（一）魏玛宪制中的议会、总统与联邦

对于魏玛宪制中的总统和议会，斯门德的态度较为复杂。在１９１９年，斯门德指出当时的议会

活动不过是利益斗争，无益于国家整合。〔５９〕《宪法与实在宪法》认定议会制并不是独立的价值基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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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而只是一种功能整合，无法单列为一种国体。〔６０〕同时，斯门德肯定了斗争的正面作用，并希望

为斗争和论辩划定规则框架由此激发国家生活。在反思议会制时，斯门德不得不认真对待施米特

与托马的论战。施米特赞同斯门德的观点：公开辩论是议会制的本质，现实却是喧嚣的大众和秘

密的委员架空了辩论，议会已经沦为一个空洞的形式。〔６１〕托马并不否认施米特对议会制的批判，

但是他认为施米特为“民族的专政者与天主教会的结盟”危险地辩护。斯门德采取了一种居间的

态度，一方面批评施米特过强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另一方面也认同施米特驳斥托马的技术性宪法

思维，认为托马已经放弃了议会的整合作用。〔６２〕总而言之，斯门德提出了整合的中间道路，却未

提出任何具体可行的道路。

《宪法与实在宪法》对总统权的分析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权力的形式化规定的确不能应

对多变的政治现实，整合可以作为权力配置的基本价值。斯门德仅仅停留在价值层面之上，并

未深入探究权力运作的机制，这主要体现在总统的组阁权和独裁权上。在多元的观点中，斯门

德主张其是一种实质组阁权。在现实中，即使总统搁置议会的组阁建议，也不会被国事法院判

定违宪。因为整合的宪法观认可总统有权决断，自由选择组阁方式，“这一自由仅为凝聚内阁、

帝国议会和全体国民这一目标竭尽全力的义务所制约”。〔６３〕斯门德的讨论止步于此，对决断的

机制和限制也只是以“整合”一言蔽之。

魏玛总统的独裁权更是争议焦点。《魏玛宪法》第４８条规定了联邦总统可为“公共安全和秩

序”采取必要措施。“在宪政德国存在的十三年历史中，被迫诉诸这一条款的单独事例就有２５０次

以上；在最后的那些年里，德国政府的运行几乎完全依赖宪法专政。”〔６４〕毫不夸张地说，《魏玛宪

法》第４８条的运作决定着魏玛共和国的生死。对此，斯门德的讨论再一次与施米特形成对照。一

方面，斯门德赞同施米特国家存续高于法规范的观点，认为总统专政是用例外的“措施”

（Ｍａβｎａｈｍｅｎ）取代了常规的国家职能（Ｓｔａａｔｓ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ｅｎ），这体现了国家的统治属性。“公共安全

和秩序”是整合价值在外部现实中的投射，并不能机械地以形式性的授权—限权思路将独裁权条

款区分为各种元素的构成。另一方面，斯门德又反对施米特将国家本质属性和例外状态紧紧绑

定。施米特在《政治神学》中的开篇名句“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已广为人知，斯门德认为施米特

的决断论根本不符合现代社会：

从精神科学的角度来说，只有这种终极主权机关是将整体整合起来的价值的终极代

表，这样的思维方式才存在一定依据。这种终极政权机关只存在于罗马教会与立宪主义—

民族国家时代之前的君主制国家中。当这种前提条件已经丧失，当国家现实的核心已经寓

于常态宪法生活中，这样的思维方式已不合时宜。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常态的宪法生活在紧

迫的情形中会暂时让位于“技术性救难手段”，而后者对于那种常态宪法生活中的持续性

本质实现而言只是一种临时性技术，根本不是一种本质的呈现。卡尔·施米特典范性地

体现了一种古代的国家图景和返祖的思维方式。这种国家图景和思维方式在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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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遭拒绝，对于国家理论和独裁权力这一复杂问题而言是一种绝大的幸事。〔６５〕

斯门德对于施米特专政学说的简化尚且不谈，〔６６〕但对其小心翼翼而又充满矛盾的态度显露

无遗。他清楚魏玛共和国的现实整合离不开总统专政，又害怕总统专政挤压常态政治。他一方面

认为专政行为体现了整合价值，另一方面又贬斥其为临时技术措施。斯门德追求一种不沾染意识

形态色彩的宪法学说，其理想状态是个人与国家之间（虽然存在斗争）的自然均衡。这种立场导致

斯门德在回应现实宪法问题时犹疑不决，整合理论也因此对专政条款的适用并无增益。〔６７〕

联邦制也是魏玛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鲁士州诉联邦政府案不仅涉及总统权，也涉及联邦

与各州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种并列或者上下级关系，所以，拉班德以公司法的思路讨论联邦

制注定一无所获。相对于国家而言，地方治理更多是国家机器的向下贯穿，是一种单向的技术性

关系。在国家层面，联邦和各州之间相互塑造。这种政治性关系是基于德意志国家整合的双轨模

式：其一是现代民族国家模式，也即国民与国家的直接互动；其二是传统的地域、信仰等因素造就

的团体模式。各州既是国家整合的对象，也是国家整合的中间环节。“成员国的独立恰恰是国家

力量之所在，而成员国置于国家中也是一种积极本性上和生活上的自我实现。”〔６８〕

在整合理论之中，俾斯麦是正面典范，而魏玛宪法则是反例。俾斯麦的成功之处在于不急于

将帝国定型，甚至始终阻止帝国政府成立，力图展示出政治联盟的形象。１８７１年宪法一方面尊重

了各成员国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忠于联邦”的条约义务，国家整体生活的持续性得

以保证。与此相比，魏玛宪法更明显地体现了单一制因素，这固然因为民主革命带来的确定新正

当性的需求，实际上动摇了国家统一的基础。

例如，《魏玛宪法》第１９条规定各州之间或联邦与某一州之间的争议，须提交国事法院审理。

一般国家法理论认为，这有助于克服分裂，形塑整体国家。斯门德却认为，国事法院制度

（Ｓｔａａｔ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ｂａｒｋｅｉｔ）决不能等同于行政或民事审判制度，因为前者的判决是一种“替代性的合

意达成过程”，后者的判决则是单向的国家命令。斯门德类比了《财政平衡法》第５条第２款规定的

强制性协商义务，主张《魏玛宪法》第１９条的实质意义是沟通、协作与整合，而非单方面对各州科

以义务。这种沟通并非完全任意，各州最终仍应服从于整体国家。〔６９〕对于这种沟通与服从的具

体关系，斯门德也未细致解释。

（二）国家的实质缺席

斯门德在前言中指出，“本项研究在总体上只能算是一个梗概、一套作业程序。基于所有精神

科学的性质，这套作业程序的正确性只能在应用中获得全面和最终的验证”。〔７０〕只有回到魏玛共

和国的图景中，才能对《宪法与实在宪法》展开真正有益的批判性思考。

１９１８年末，弗里德里希·艾伯特（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ｂｅｒｔ）承接首相职位，魏玛共和国在１１月９日公

告诞生。左派认为社民党和艾伯特背叛了革命道路，仅在魏玛共和国宣告诞生的两小时后就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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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后在１９１８年１２月掀起起义，德国陷入血腥的内战之中。右派倾向于

重返俾斯麦时代，亲和于１８７１年宪法。希特勒从１９２１年开始任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首，

鼓吹纳粹主义。魏玛宪法本就是重重危机之下妥协的产物，立宪者并不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只

是小心地设计了一种综合了直接民主、议会代表制和总统制等各种因素的体制，后来在实践中面

临许多困难。随着艾伯特等一批政治精英在１９２０年代先后逝世，魏玛进一步丧失了在政治机器

和民众心理之间逐步调试的机会。〔７１〕

斯门德试图以整合学说确定一种实质性政治准则，以保护魏玛宪制。直到１９３０年，斯门德都是

右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Ｄｅｕｔｓｃ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ｏｌｋｓｐａｒｔｅｉ）成员，将１８７１年宪法视为典范。
〔７２〕对于左

翼力量，斯门德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质的整合，是一种反政治的“千禧年主义”。〔７３〕社会主义致

力于通过教育造就“新人”，打开通向社会团结的道路———在理想的社会主义政治图景中，根本没

有斗争和少数派的存在空间。对于法西斯，斯门德并未参与其组织或行动，而且在法西斯当政后迅

速边缘化。尽管如此，斯门德却十分肯定其全方位整合的能力：“在其拒绝自由主义、议会主义的同时

却又大师般地操弄着各种功能整合，在其拒绝社会主义的质的整合同时又以其他的内容取而代之（种

族神话、使命国家）。”〔７４〕

对始终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斯门德而言，法西斯竟然成为全面整合的现实典范———这无疑

是历史的吊诡。正因如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整合论是一种反民主理论。〔７５〕这体现了《宪法与实在

宪法》在理论上的内在困难：缺乏实质性的主权理论。斯门德以精神科学的路径重新论述了“个

人—整体”的连续性构造，将李特笔下的社会转换为国家，整合学说也顺利在国家法理论中登堂入

室。对照上文斯门德对魏玛宪制的判断，整合学说在理论上的未尽之处便凸显出来。

其一，斯门德虽然批评自由主义者漠视社会和国家，但是他笔下的社会和国家，似乎是从个体

中自发生长出来的，对于现代大众社会的内在危险性缺乏体察。与施米特相比，斯门德仅单方面

强调社会参与和共同体验；施米特却已注意到李普曼对大众传媒时代的批判性研究，故意识到议

会制并不自然恰合于民主制。〔７６〕整合的实质应该是合众为一，即卢梭所意识到的国家建构的关

键所在———“人民是通过什么行为而变成人民的。”〔７７〕斯门德引以为导师的李特的显著身份是“文

化教育学第一人”，主张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崭新的德国人。〔７８〕斯门德在讨论整合时，很大

程度上高估了个人到社会的连续性，以至于忽略了在当下塑造人民这一关键。〔７９〕

其二，虽然斯门德强调找回“国家的社会学现实”，却相当程度上忽略真正的现实。精神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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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的整合论始终关注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应用至国家法理论后会忽略许多关键的中间变量。在

斯门德对议会制和总统制的讨论中，最为基本的政党、经济问题都未曾出现。根据统计，１９２０年有

２４个政党参与国会选举，到１９３２年，这个数字变成了４２个。选举、组阁等程序随之面临愈加复杂

困难的局面。至于经济，整个２０年代的经济举步维艰，其开端是通货膨胀，结尾是全球性经济危

机，所引发的劳资矛盾、代际冲突都是社会整合的巨大阻碍。因此，整合学说是柔和却无所指的理

论，无法真正弥合社会的分裂。〔８０〕

其三，斯门德的国家理论似乎并未给主权留下位置。无论是“视野的交互性”还是“社会咬

合”，国家似乎是一个能够自动平衡的机器。虽然《宪法与实在宪法》也多次提及“主权”，但却始终

将其等同于一种有机、和谐的存在。在面临现实问题时，整合理论显得左支右绌。在论述总统与

议会、联邦与各州的关系时，斯门德反复提及“整合”“协商”等词，国家事务似乎与某一团体的事务

毫无二致。或许在斯门德看来，一旦论及主权必然导致民众对于现实权力的膜拜，真正的国家认

同便无从谈起。面临精神科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区隔，斯门德虽然提出了整合这一关键问题，却

无法给出合适的路径。

斯门德虽然始终都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但也绝非对现实一无所知。１９４５年他发表的《国家

与政治》（Ｓｔａａｔｕ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ｋ）不仅讨论了韦伯关于政治道德与恶的手段的联系，也注意到现代政党

和政治宣传为伪善者提供的表演舞台。斯门德期待消灭这种非道德的政治，塑造一种真正的民主

而团结的整体国家。〔８１〕美好的理想遭遇魏玛共和国残酷的现实，不过，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二

战之后的德国则将为实践斯门德的思想提供新的政治空间。

四、余　　论

在１９６６年，已经８４岁高龄的斯门德再次撰文，将整合上升到“天职”（Ｂｅｒｕｆ）的高度：

必须坚持禁止个人以“无我”的态度逃避对整体的共同责任。因此，个体必须在政治

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把自己整合进入其中———并非被动地作为大众中的一个原子，

也非自然而然地处于一个生理的甚至是机械的过程中，而是自由努力地按照上帝的意志

来完成天职，并通过不断更新的意志融入政治共同体，使其越来越符合上帝意志。〔８２〕

作为教会法学家，斯门德将“天职”理解成按照上帝意旨在人间建设共同体，这明显区别于韦

伯式的“天职”观。“同一性如何可能”（ＷｉｅｉｓｔＥｉｎｈｅｉｔｍｇｌｉｃｈ）是魏玛公法学的母题，整合学说让

国家重新回到公法理论的核心位置。然而，斯门德又未能澄清具体的权力机制，相当程度上忽略

了主权，将国家等同于社会。

一方面，整合论宪法学是１９２０年代反实证传统的“陈旧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德国宪法教义

化的大势之下，斯门德学派仍然在战后基本法的适用中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８３〕此种遭遇恰恰

·５７１·

尹辉煌 整合论宪法学：找回国家还是失去国家？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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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方面，宪法学不应脱离文本空谈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当代的宪法教义学也绝

非自缚于“知识界碑”之内的完全去价值化的封闭体系。〔８４〕从“自我”（Ｉｃｈ）到“我们”（Ｗｉｒ）的动态

价值整合，是《宪法与实在宪法》为国家确定的基底。这意味着，决不能因为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

性就放弃沟通互动和凝聚共识。立足于宪法文本，深刻发掘其可沟通和互动的意义结构，是永不

过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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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见前注〔１６〕，李忠夏文。“知识界碑”的表述及其理论抱负，见陈端洪：《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

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载《开放时代》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